
狭隘的保守主义心态厚此非彼也是脱离实际、不合时宜的。在洪先生看来，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继承传统
宗教与文化之精粹，并对世界优秀文化兼收并蓄。这是因为，儒佛道三教本身就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内部
互相冲突、融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所以在世界多元文化对话的今天，儒佛道三教圆融互补的历史也能给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模式提供某种借鉴。
洪先生认为，儒佛道的哲学建构虽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各家的出发点与归宿大都是“人”，思想核心

也大都是“人”，不同之处在于对人的价值取向与对人的价值实现途径等问题上。从文化结构上看，基于对人及
人生问题的探讨，儒佛道三种文化形态在内容上互为补充与相互制约，都是在“人学”的基础上实现的，都是
围绕着“人学”而展开的，这一点为儒佛道走向相融互补提供了重要契机。洪先生认为，儒家谈人仅限于现世，
谈人的实现，强调的是主体道德上的自觉完善，对于摆脱现实烦恼、走出人生困境却鲜有涉及，而佛、道两家
则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补充。道家强调效法自然，道家道教都想在现实的社会之外另觅仙境，另求逍遥人生，以
求摆脱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困境。而佛教则扩大了“人生”的内涵，将现世延长为“三世”，
对人的未生之前与已死之后做了系统说明。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解释现实人生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强调对道德
行为的自作自受，这就确保了佛教为善去恶道德说教的威慑性及其人生理想的恒久魅力。
回溯三教关系由最初的“三教一致”、至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三教冲突与融合，乃至入宋以后的“三教合

一”，昭示了三教由相异冲突走向相异共存，最终圆融互补的历史进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三教关系的曲折历史
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史，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从最初的异端而最终成为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一方面说明了文化的普世性，另一方面则彰显了中国文化高度的包容性。这对于我们借鉴、吸收当今
世界多元文化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对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也具有某种指导性。
由此可见，传统宗教与文化内蕴的“人学”特质正是三教关系圆融互补的内在基础，也正是得益于三教圆

融互补，才使得传统宗教与文化的“人学”特质不断充实、完善。二者之间的这一内在联系，致使在当今世界
文化竞争、对话的形势下，传统宗教与文化能够在保持民族文化性格的基础上借鉴、融汇外来文化，不断发展
自身，进而强化民族文化性格，在全球化语境中发挥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优势。
综上所述，《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以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为着眼点，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宗教与文

化内在精神的解读与创新，在宏观层面上关注三教关系与中国思想文化及时代课题之互动; 在微观层面上注重

三教各自的历史特点及三教之间的互动，注重从内在精神上把握三教关系的内涵，立体地建构起对中国传统宗

教与文化的理解。既有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也有凝炼概括和宏观把握; 两者的有机结合使该书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其研究视角不仅是对以往惯性研究思维的一大反思，更是对三教关系研究新范式的积极探
索与实践。

( 作者胡永辉，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视角独特 风格别具

——— 《“性空”至“妙有”》评介

潘桂明

近年来，随着佛教思想研究的深化，学界的兴趣似开始从隋唐宗派转向六朝学派，府建明博士的学术专著

《“性空”至“妙有”》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年 1 月出版) 成为六朝学派领域研究的又一成果。
该著以“魏晋般若学流变与转向”为核心论题，就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佛教“中国化”问题，通过若干关键

人物及其思想的系统梳理，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论证，做出别具风格的独立解释，获得颇有个性的研究结

论，展示了作者理想的知识结构和坚实的学术素养。
为了厘清般若学在中国的流变和转向，作者创造性地提出般若学的两重特质 ( 宗教性、义理性) 和三重向

度 ( 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 ，并以此作为全部论述的知识基础，展开层层推进的逻辑论证。这种考察方法和
思维路径，对佛教思想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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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在著作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也颇有新意，值得我们关注。如认为，中观学派的“诸法实相”概念
造成中观义学与佛教实践的矛盾，致使它“无法真正承担起作为宗教哲学的历史重任” ( 109 页) 。这一矛盾的
揭示，蕴含了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化的历史必然的阐释。在“僧肇与中观学的融会”一节中，作者沿着“僧肇对
中观学的正传”思维路径，进一步阐述了僧肇“使中观学由域外之学真正变成了中国之学”的理论依据 ( 131
页) 。又通过对《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的分析研究，指出前论的最大特点是“将中观学的方法与玄学的
概念相结合，以此变成中国佛教自身的理论”，故而“在理论思维的层面，已经远远高于同时期玄学的水平”;
后论则可以界定为“中国化的中观学论著”，并被判断为僧肇中观学的“代表作”。这些观点，可供学界进一步
研究的参考。在对《物不迁论》具体分析后作者指出，僧肇“在醉心般若中观学之精妙思辨外，对佛教终极信
仰的追寻应尤为重视” ( 156 页) 。义理与信仰的张力，在不少六朝佛教学者身上得以体现，这正是学界需要加
以特别留意的，因为它涉及该时代思想界的一些重大课题，关系到知识界精神生活类型的选择。作者又通过慧
远思想的考察，认为罗什僧团中观般若学的“中国化”和涅槃学转向，还与同时代毗昙学、小乘禅学竞起，以
及内地固有“神不灭”思想有联系，这也别有意趣，反映了作者学术思考的深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很愿向学界推荐这部著作。

( 作者潘桂明，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道教研究的新动向: 区域道教研究

———兼评孔令宏、韩松涛著 《江西道教史》

张广保

近年来国内外道教研究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此即关注中国历史上地域道教的研究，注重把握道教与区域社

会的互动。对此，有学者称为道教研究的“本土转向”。关于地域道教的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外道教研究界都
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国外方面已出版的成果有美国学者韩书瑞的 《北京: 庙宇与城市生活 ( 1400———1900 ) 》
( 2000)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研究院高万桑的《1800———1949 年间北京的道士: 城市道士的社会
史》、美国刘迅的《道教现代化: 民国时期上海的革新、在俗修行和内丹社团》 ( 2009) 等等。国内相关研究成
果则有陈耀庭《上海道教史》 ( 1989) 、李养正《新编白云观志》 ( 2007)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 ( 2000 ) 、
黎志添《香港及华南道教研究》 ( 2005 ) 、吴亚魁《江南全真教研究》 ( 2008 ) 以及樊光春 《西北道教史》
( 2011) 等等。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道教与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之关联，重视从城市社会史的角度来理解道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复杂作用，尤其是注重分析道教仪式及修炼

实践对规范、组织传统中国城市社区民众生活之作用。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矫正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家们在“西
化”浪潮的重袭下，为了回应以科技文明为导向的西方文化挑战，在重建中国近世社会时，一直致力的“去道
教化”之社会、思想之实践。这对于真实再现道教在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之多重作用，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与国
外学者有所不同，中国道教研究者们虽然也在区域道教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但关注的重点却在地方道教史方面，

注重梳理地方道教传承、流布之史实，其历史学、宗教学的取向明显重于国外同行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取向。
这说明由于中、外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外道教研究者在处理区域道教问题时，也呈现研究视域的分别。此外，
与欧美同行将关注重点置于城市道教不同，国内道教研究者更偏好处理象江南、西北或者分省这样大的区域。
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近欧、美道教研究者也开始走出城市道教，关注道教在更大的区域活力。据报道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华澜、范华，美国哈佛大学詹姆士·罗宾逊，夏威夷大学的普尔·安德森等人正联合开展“湖南
中西部的道教仪式、塑像和祝祷文”研究计划，法国高等研究院的劳格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康豹也会同浙
江道教学者致力于“浙江东部庙寺体系、世系和地方团体”之研究，而美国麦吉尔大学肯尼思联合中国同行的
“当代福建道教仪式与地方社区”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外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
等研究院的高万桑主持的，由中外道教学者共同参与的“近现代中国城市道士与庙宇研究计划———以广州、杭
州、南阳、武汉为例”大型研究项目。国外道教研究者的这些研究项目多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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